
立足国内大循环，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基于全球价值链位置视角的研究

洪俊杰　 　 隋佳良

摘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要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以国内大循环吸引

全球资源要素， 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中国海关数据库、
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以及省级数据展开研究， 通过构建国内大循环指数， 计算制造业

出口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以衡量高水平对外开放， 考察国内大循环对其的影响。 研究结

果表明， 发展国内大循环能显著促进制造业出口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提升。 异质性分

析表明， 国内大循环对外资企业以及一般贸易企业的促进效应更大， 在东部地区的促进

效应更强。 机制分析表明， 高等教育人才比重存在正向中介效应， 但制度质量存在负向

中介效应。 本研究结论为加速推进 “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的形成， 充分发挥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的联动作用以及国际循环的赋能作用， 通过国内大循环吸收全球优质资源， 推

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提供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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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必须完整、 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坚持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并且针对国内大循环与高水平对外开放， 提

出 “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 增强国内国

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 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
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制造业第一大国， 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 具备形

成国内大循环的条件。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的企业家座谈会上

强调： “我们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

格局。” 在此基础上， 要建立起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 释放内需潜力。
目前， 国内大市场正不断释放潜力， 市场一体化建设稳步推进， 我国国内大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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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在生产、 分配、 流通、 消费等方面均有所发展。 首先， 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完成脱贫攻坚， 消除了绝对贫困， 人民生活品质显著提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稳

步增长， 收入差距持续缩小。 其次， 国内市场逐渐壮大、 活跃， 拥有超 １４ 亿人口

和 ４ 亿中产阶层， 具有巨大的内需潜能。 此外， 基础设施整体水平实现跨越式提

升， 不仅 ５Ｇ、 人工智能、 工业互联网等 “新基建” 高速发展， 交通运输体系与能

源体系也加快向现代化、 智能化转型升级。 最后， 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

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工业化体系相对完整， 产业链、 供应链完备。 但

是， 我国国内循环存在堵点与难点， 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尚待进一步巩固，
与国际循环的联动效应有待进一步发挥。 本文从生产、 分配、 流通、 消费四个方面

评估国内循环， 以制造业出口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评估高水平开放程度， 分析

国内大循环对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影响。

一、 文献综述

（一） 国内大循环与测度

马克思在 《 〈政治经济学批判〉 导言》 中对生产、 消费、 分配、 交换进行了系

统的论述， 认为 “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 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 “不
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①。 由此衍生的生产、 分配、 流通、 消费构成了国内

大循环的四个重要方面。
随着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的提出， 许多学者对国内大循环展开了研究与探讨。 刘志彪 （２０２０） ［１］认为国内大

循环是指生产活动的投资、 生产、 分配、 流通、 消费各个环节周而复始的往复运

动。 谢富胜和匡晓璐 （２０２２） ［２］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循环理论， 论述了当前构建新

发展格局背景下国民经济循环的堵点， 并从乡村振兴扩大内需、 构建生产网络以及

创新角度就畅通国内大循环提出建议。 黄群慧 （２０２１） ［３］基于钱纳里的发展理论提

出， 对于如今已成为世界大国之一的中国而言，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动力需要由出口

导向工业化战略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创新驱动。
除上述对于国内大循环的讨论外， 也有学者开始尝试对国内大循环进行测度。

李自若等 （２０２２） ［４］通过测度内贸与外贸成本， 从市场一体化角度进行区域分析， 发

现中国的国内分割提高了内贸成本， 阻碍了省际贸易， 国内大循环仍未畅通。 黄群慧

和倪红福 （２０２１） ［５］运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测度中国的国内循环水平并进行国际比较，
得出中国目前的国内大循环仍需发展。 李敬和刘洋 （２０２２）［６］采用区域间投入产出表，
从省内循环、 省际循环以及国际循环三个角度测度国民经济循环， 得出国民经济中国内

循环占比已远超国际循环， 并以省内循环为主。
（二） 国内大循环与高水平对外开放

对于高水平对外开放， 国内有许多学者展开讨论。 桑百川 （２０２１） ［７］ 认为，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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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包括实体经济和经济制度两个层面， 要求更大的贸易规模、 投资

规模， 更高的贸易投资质量， 先进的国际经贸标准。 洪俊杰等 （２０２２） ［８］认为贸易

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特征， 有利于打通一系列堵点， 畅通产

业链供应链。 马建堂和赵昌文 （２０２０）［９］提出， 畅通国内大循环是以国内促国际， 不仅

为其他国家提供更广阔的市场， 也为外资企业提供更具潜力的成长空间。 国内国际循环

相互促进， 使得我国在深度参与国际分工的同时牢牢掌握主动权。 刘志彪 （２０１２［１０］；
２０１５［１１］）着眼于创新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良性互动， 结合对外资依赖度较高的出口

导向型经济进行分析， 认为中国需要由出口导向转为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和创新

驱动的高水平开放型经济。 江小涓和孟丽君 （２０２１） ［１２］结合新发展格局， 采用宏观

数据进行分析， 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外循环为中国经济的增长贡献了重要力量； 但随

着中国的发展， 各方面条件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外循环地位下降。 需要畅通

内外循环， 以高质量内循环吸引高质量外资并引进先进技术，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增强国际竞争力。

在此基础上， 学者们进一步结合国内大循环， 就如何建设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展

开研究。 王跃生等 （２０２１） ［１３］ 通过总结中国对外开放的三次浪潮， 结合 《区域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 ＲＣＥＰ ） 和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ＣＰＴＰＰ） 等高水平对外开放协定梳理中国对外开放的演进逻辑， 认为对外开放的

动能以内部开放促发展为主。 从全球价值链、 生产链角度出发， 凌永辉和刘志彪

（２０２０） ［１４］提出， 发挥大国优势能够形成内需主导型全球产业链， 提高全球产业

链地位， 培养本土企业成为全球价值链、 生产链的 “链主”， 突破原有价值链的

“低端锁定”。 而针对外向型企业与内向型企业， 丁晓强等 （２０２１） ［１５］ 提出， “双
循环” 新发展格局为两者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机遇。 在立足国内大循环的基础

上， 外向型企业能够通过积极培育国内市场， 推进技术改造， 实现转型升级； 内

向型企业能够通过自主创新提高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 进而提升企业的整体竞

争力。
如上文所述， 随着国家越来越重视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及加快建设 “双循

环” 新发展格局， 有关国内大循环、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研究逐渐丰富。 但是， 学

界对立足国内大循环与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两者关系的讨论较少， 基于企业层面数

据的深入研究也较少， 而且， 现有研究大多从投入产出表的角度对国内大循环进行

国家层面的宏观测度， 缺少从生产、 分配、 流通、 消费视角的综合考虑。 本文从生

产、 分配、 流通、 消费四个方面综合测度国内大循环， 针对立足国内大循环对推进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 为在新的发展阶段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

微观证据与支撑， 并基于结论提出政策建议。

二、 国内大循环的测度

根据前文所述， 结合现有文献， 当前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及国内大循环的研

究， 多基于生产、 分配、 流通、 消费四个角度进行论述 （王一鸣， ２０２０［１６］； 黄群

慧， ２０２１； 江小涓和孟丽君， ２０２１）。 从内循环角度考虑， 由于其涵盖不同的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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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用单一的数量指标对国内大循环进行分析与度量难免存在偏颇与疏漏。 因

此， 本文基于生产、 分配、 流通、 消费四方面， 利用我国 ３０ 个省 （自治区、 直辖

市）① 的数据， 计算不同指标， 构建国内大循环指数。 数据时间跨度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 来源为 《中国统计年鉴》、 各省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统计局。

（一） 生产

马克思认为， 生产是实际的起点， 因而也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②。 改革开放以

来， 中国凭借低廉的要素成本吸引大量投资， 快速融入世界经济， 生产规模与生产

率快速提升。 但随着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生产端面临生产过剩， 生产技术含

量低， 对外依赖度高， 产业链、 供应链受制于人等问题。 以技术进步、 技术创新推

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进而带动产业链升级， 是经济内循环高速发展的动力之一

（郭晴， ２０２０） ［１７］。 二十大报告也强调我国要实现创新发展。 因此， 本文选择省域

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生产指标， 采用基于 ＤＥＡ 的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指数法进行计算， 投入变

量选取劳动人数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 产出变量选取 ＧＤＰ。 其中， 固定资产

投资额参考张军等 （２００４） ［１８］的方法， 进行价格平减后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 ＧＤＰ
同样进行平减处理。 结合当前相关研究，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能够提升地区整体生

产效率与创新水平。 因此， 该指标与国内大循环指标正相关。
（二） 分配

分配对国内经济的循环同样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通过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提

高劳动报酬， 建立和完善公平、 公正的收入分配体系， 能够保障居民收入， 畅通循

环。 对此， 我国通过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深耕， 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

题。 二十大报告提出，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要着力促进全体

人民共同富裕， 坚决防止两极分化， 完善分配制度， 增加低收入者收入， 扩大中等

收入群体。 因此， 为反映各省分配现状， 本文从收入差距角度对分配进行测度。 参

考钞小静和沈坤荣 （２０１４） ［１９］、 刘贯春 （２０１７） ［２０］的测度方法， 选取各省农村居民

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来反映收入差距， 该值越高表明收入

差距越小。
（三） 流通

流通是保障市场循环的重要一环。 马克思指出， 市场是流通领域本身的总表

现③。 流通在经济社会运行的生产端与消费端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是实现商

品价值的媒介。 当前， 流通业已不仅仅局限于商品流通， 其已与生产过程日益融合

（王晓东和谢莉娟， ２０２０） ［２１］。 高效、 安全的流通体系， 能够保证要素、 商品等在

企业间、 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流转速率， 降低商品和要素在流通过程中产生的

“冰山成本”。 可以说， 流通在经济运行中起到了 “润滑剂” 的作用。 二十大报告提

出， 要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 降低物流成本。 本文参考马强文和任保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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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 ［２２］、 谢莉娟等 （２０２１） ［２３］的研究， 认为流通业包括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批发和零售业①。 本文选取各省流通业总产值占 ＧＤＰ 比重作为流通指标， 流通业规

模越大表示流通业越发达， 越有助于国内大循环的发展。
（四） 消费

根据马克思的消费理论， 生产表现为起点， 消费表现为终点②。 我国是全球第

二大消费市场， １４ 亿人口和全球规模最大、 最具成长性的中等收入群体为消费提

供了广度， 多地域、 多民族的异质性为消费提供了深度。 对于构建 “双循环” 新

发展格局， 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是重要着力点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这是

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增强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的重要基础”。 但是， 当前我国最终

消费水平距离发达国家有一定距离， 仍需要发掘内需。 综上， 本文参考相关文献，
选取最终消费率， 即按支出法计算的最终消费占 ＧＤＰ 比重， 作为消费指标。 最终

消费率越高表示内需挖掘越充分， 越有助于国内大循环的构建。
在建立综合指标的过程中， 通常选取主观赋权法或客观赋权法。 为避免人为影

响， 使权重与结果更加客观、 科学， 本文选取熵值法进行指标构建， 该方法目前已

得到广泛应用 （伏润民等， ２０１０［２４］； 王文举和陈真玲， ２０１９［２５］ ）。 进行熵值法计

算前， 对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 由于本文所选指标均为正向指标， 因此采用如下计

算方法对各年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χ
ｋｊ ＝

Ｘｋｊ － ｍｉｎ｛Ｘ ｊ｝
ｍａｘ｛Ｘ ｊ｝ － ｍｉｎ｛Ｘ ｊ｝

（１）

其中， χ
ｋｊ为标准化后的结果， ｍａｘ｛Ｘ ｊ｝ 和 ｍｉｎ｛Ｘ ｊ｝ 分别为所有省份第 ｊ 个基础

指标的最大值与最小值。
在得到标准化指标后， 各年 ｋ 省指标 ｊ 所占比重 ｑｋｊ 为：

ｑｋｊ ＝
χ
ｋｊ

∑
ｍ

ｋ ＝ １

χ
ｋｊ

（２）

指标的信息熵 ｅｊ 、 信息效用 ｄ ｊ 以及权重 ｗ ｊ 分别为：

ｅｊ ＝ －
１

ｌｎｍ∑
ｍ

ｋ ＝ １
ｑｋｊ ｌｎｑｋｊ （３）

ｄ ｊ ＝ １ － ｅｊ （４）

ｗ ｊ ＝
ｄ ｊ

∑
ｎ

ｊ ＝ １
ｄ ｊ

（５）

最终得到各年 ｋ 省的国内大循环指标：

Ｉｎｃｉｒｋ ＝ ∑
ｎ

ｊ ＝ １
ｗ ｊ × χ

ｋｊ （６）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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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２００５ 年前， 《中国统计年鉴》 国民经济核算的地区生产总值中仅有批发零售贸易及餐饮业， 此后细分为

批发和零售业以及住宿和餐饮业。 为保持数据一致性， 本文在计算时加入住宿和餐饮业。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４６ 卷 （上），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９ 年， 第 ２６ 页。



由于四项基础指标均与国内大循环正相关， 因此得出的国内大循环指数同样是

正向指标， 图 １ 列出各省国内大循环指数情况。

图 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各省国内大循环指数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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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１ 可以看出， 整体而言， 东部地区的国内大循环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 并

且东部地区的国内大循环指数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改革开放后， 我国选择在沿海地

区先行先试， 设立沿海经济特区， 在特区内进行政策试点， 经济特区、 沿海开放城

市构成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 因此， 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 基础设施水

平、 营商环境、 政策制度等各方面均优于中西部地区， 具备发展内循环的基础与潜

力。 此外， 东部地区通过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获得先进技术、 成熟管理经验以及高

端人才， 进一步为国内循环的建设提供动力。 观察东部地区可见， 上海、 北京、 天

津等地的国内大循环水平高于其他地区， 而这些地区正是长三角城市群与京津冀城

市群的核心所在。 中西部地区的国内大循环指数整体较为平稳， 在初期经历小幅下

降。 随着 “西部大开发” 等一系列支援中西部地区政策措施的出台与实施， 西部

地区的国内大循环指数自 ２００３ 年起有所上升， 但整体仍处于低位。 可见， 在国内

大循环的建设上， 我国仍然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异， 需要注重协调发展。

三、 研究设计

（一） 计量模型

本文构建如下基准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Ｏｐｅｎｉｔ ＝ α ＋ β１Ｉｎｃｉｒｉｔ ＋ βＣ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ψｉ ＋ ψｔ ＋ ζｉｔ （７）

其中， ｉ 代表企业， ｔ 代表时间； Ｏｐｅｎｉｔ 表示高水平对外开放， 用制造业出口企业 ｉ
在 ｔ 年的全球价值链位置来测度， 具体计算方法见后文； Ｉｎｃｉｒｉｔ 为制造业出口企业 ｉ 在
ｔ 年的国内大循环水平， 用上文测度的国内大循环指数按企业所在省份匹配来表示；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为控制变量集合； ψｉ 为企业固定效应， ψｔ 为时间固定效应； ζｉｔ 为随机扰动项。

（二） 数据说明

１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高水平对外开放。 随着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与综合国力的

增强，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逐渐上升。 通过融入全球价值链， 中国制造业

在技术进步、 企业生产率与出口等多方面得到发展 （王玉燕等， ２０１４［２６］； 刘维林

等， ２０１４［２７］； 吕越等， ２０１７［２８］ ）。 中国虽然长期重视全球价值链的攀升， 但在全

球价值链分工中仍位于中下游， 面临陷入 “低端锁定” 的风险 （洪俊杰和商辉，
２０１９［２９］； 吕越等， ２０１８［３０］）。 当前，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

阶段， 这对全球价值链的攀升提出了更高要求。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商务部等 ７ 部门联

合下发 《关于加强国际合作提高我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指导意见》。 党的十九

大报告明确指出 “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

造业集群”。 二十大报告中， 高水平对外开放论述部分提到要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

工与合作。 基于此， 结合上文论述， 本文从全球价值链角度衡量高水平对外开放，
采用全球价值链位置进行测度。 多数研究在测度全球价值链位置时， 选择在国家、
行业层面测度， 然而这种测度方法忽略了全球价值链中企业的重要性。 因此， 本文

选择从微观视角进行测度， 根据 Ｃｈｏｒ 等 （２０１４） ［３１］ 的方法计算出口企业全球生产

链位置， 以衡量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变化情况。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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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该指标的测度使用到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中国海关数据库以及 ＷＩＯＤ 数据

库， 选择的时间跨度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①。 本文借鉴施炳展和邵文波 （２０１４） ［３２］、
余淼杰 （２０１０） ［３３］、 田巍和余淼杰 （２０１３） ［３４］ 的方法完成对数据的清洗、 匹配工

作②。 由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中国海关数据库以及 ＷＩＯＤ 数据库涉及到不同行

业划分标准， 因此本文将其分别统一至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ＧＢ ／ Ｔ４７５４－２００２）、
２００２ 年海关编码、 《国际标准行业分类》 （ＩＳＩＣ Ｒｅｖ ３ ０） 后进行匹配。 唐宜红和张

鹏杨 （２０１８） ［３６］提出， 在 Ｃｈｏｒ 等 （２０１４） 的方法中， 未考虑中间商企业问题， 会

影响测算结果。 因此， 本文参考 Ａｈｎ 等 （２０１１） ［３７］ 以及唐宜红和张鹏杨 （２０１８）
的方法， 在处理中国海关数据库时， 将企业名称包含 “进出口” “经贸” “贸易”
“科贸” “外经” 等字符的企业划分为贸易代理商， 计算各行业贸易代理商的出口

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 记为 ａｇｅｎｔ ｊｔ 。 然后， 在出口额中去除贸易代理商的比重以

计算企业实际出口额：

ＥＸＲ
ｉｊｔ ＝

ＥＸ ｉｊｔ

１ － ａｇｅｎｔ ｊｔ
（８）

其中， ＥＸＲ
ｉｊｔ 为企业 ｉ 在 ｔ 年 ｊ 行业的调整后出口额， ＥＸ ｉｊｔ 为企业 ｉ 在 ｔ 年 ｊ 行业的

出口额。
为了测度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 需要计算全球生产链上游度指数。 本文参考

ＵＩＢＥ ＧＶＣ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数据库③， 基于 Ａｎｔｒàｓ 等 （２０１２） ［３８］的方法， 利用 ＷＩＯＤ 数据

库计算中国制造业分行业全球生产链上游度指数 Ｕ ｊ 。 然后， 基于调整后的出口额

计算制造业出口企业全球生产链位置：

ＵＥＸ
ｉｔ ＝ ∑

Ｎ

ｊ ＝ １

ＥＸＲ
ｉｊｔ

ＥＸＲ
ｉｔ

× Ｕ ｊ （９）

其中， ＥＸＲ
ｉｔ 为企业 ｉ 在 ｔ 年调整后的总出口额， Ｕ ｊ 为中国制造业分行业全球生产

链上游度指数， ＵＥＸ
ｉｔ 为制造业出口企业 ｉ 在 ｔ 年的全球生产链位置。 全球生产链位置

指标越低， 代表距离最终产品越近， 企业位于价值链下游的加工组装环节； 全球生

产链位置指标越高， 代表距离最终产品越远， 企业位于价值链上游的中间投入环

节， 产业链条更长， 整合产业更多， 复杂度与技术含量更高。 因此， 该指标能够反

映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 表示全球价值链升级。 图 ２ 展示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中国制

造业出口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变动。 可以看出， 在 ２００４ 年之前， 我国制造业出

口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较为平稳， 波动较小。 ２００５ 年之后增速加快， 实现加速

升级。

８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

①
②

③

由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仅更新至 ２０１３ 年， 故本文时间跨度选择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
本文仅对制造业企业进行分析， 故剔除其他行业。 ２００７ 年之后中国海关数据缺乏邮编、 电话数据， 因

此借鉴许和连等 （２０１７） ［３５］采用名称进行匹配， ２０１０ 年指标缺失， 故剔除。
可参见 ｈｔｔｐ： ／ ／ ｒｉｇｖｃ ｕｉｂｅ ｅｄｕ ｃｎ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Ｄ＿Ｅ ／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



图 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变动情况

２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国内大循环指数。 基于前文论述， 本文选取各省生产、
分配、 流通、 消费四方面指标， 通过熵值法计算得到国内大循环指数。

３ 控制变量

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 （１） 企业生产效率， 基于数据可得性， 用工业总产值

与从业人数之比的对数形式表示。 （２） 企业规模， 用职工人数的对数形式表示。
（３） 企业年龄， 以观察年份与企业成立年份之差表示。 （４） 企业要素密集度， 以

企业固定资产合计与从业人数之比表示。 （５） 企业资产负债率， 以企业负债总额

与资产总额之比表示①。
４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的企业层面数据来源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中国海

关数据库和 ＷＩＯＤ 数据库， 省级层面数据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 各省统计年鉴

以及国家统计局。 表 １ 展示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全球价值链位置 ５９８ ５６０ ３ ０４３ ０ ６８９ １ ７６６ ４ ４２４

国内大循环指标 ５９８ ５６０ ０ ４６４ ０ １２１ ０ １６３ ０ ８８０

企业生产效率 ５９７ ９９４ ５ ５６６ １ ０３４ ３ ２７５ ８ ４９１

企业规模 ５９８ ５６０ ５ ４４５ １ ０９６ ２ ０７９ １２ ３１６

企业年龄 ５９８ ５６０ ９ ３３３ ８ １５６ ０ １６９

企业资本密集度 ５９８ ５５１ １０９ ７７４ １９５ ２９９ ０ ７８６ １３３７ ７７９

企业负债率 ５９８ ３２６ ０ ５４９ ０ ２６１ ０ ０２１ １ ２２７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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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为避免极端值影响， 本文对金额类的控制变量企业生产效率、 企业要素密集度以及企业资产负债率进

行 １％缩尾处理。



四、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根据计量模型式 （７） 进行回归， 表 ２ 汇报了回归结果。 第 （１） 列未控制企

业固定效应， 第 （２） 列同时控制企业和时间固定效应， 第 （３） 列进一步加入控

制变量。 结果显示， 国内大循环对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影响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

正， 表明国内大循环能够显著提升制造业出口企业全球价值链的位置， 促进企业全

球价值链的升级，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建设。

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Ｉｎｃｉｒｉｔ
０ ２９５∗∗∗ ０ ０４１∗∗∗ ０ ０４６∗∗∗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２）

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企业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２ ６１０∗∗∗ ２ ７５８∗∗∗ ２ ５２５∗∗∗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７）

样本量 ５９８ ５６０ ５９８ ５６０ ５９７ ７６８

Ｒ２ ０ １０７ ０ １６４ ０ １６５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和 １％水平上显著； 为了缓解异方差和序列相关， 回归标准误在企业层面
聚类调整。 下表同。

（二） 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如下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首先， 由于国内大循环与高水平对外开放

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 因此本文参考刘会政和朱光 （２０１９） ［３９］、 王思语和郑乐凯

（２０１９） ［４０］的方法， 采用滞后一期的国内大循环指数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

二乘法 （２ＳＬＳ） 估计。 此外， 本文还选择各省铁路营业里程数的对数值作为工具

变量进行 ２ＳＬＳ 估计， 以解决内生性问题。 表 ３ 第 （１）、 （２） 列分别汇报了使用不

同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 可以看出，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统计量与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
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均显著， 表明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不存在弱工具变量以及不

可识别问题。 观察两组 ２ＳＬＳ 检验结果可以发现， 国内大循环系数均显著为正， 与

本文结论相同。 其次， 由于本文涉及到行业数据以及省级数据， 因此参考米明金程

和赵忠秀 （２０２２） ［４１］加入行业固定效应与省份固定效应。 结果如表 ３ 第 （３） 列所

示， 国内大循环系数同样显著为正。 综上， 本文的结果较为稳健， 核心结论仍然

成立。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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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稳健性检验结果

项目
（１） （２） （３）

工具变量： Ｌ Ｉｎｃｉｒｉｔ 工具变量： 铁路里程数 固定效应

Ｉｎｃｉｒｉｔ
０ ０８０∗∗∗ ３ ２６４∗∗∗ ０ ００７∗

（０ ０２１） （０ ９０１） （０ ００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行业、 省份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统计量

７ ０５９ ２９８∗∗∗ ３０ ３９２∗∗∗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

１１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０ ３４７∗∗∗

样本量 ３５３ ７６０ ５６２ ６０２ ５９７ ７６８

（三） 异质性分析

１ 所有制与贸易方式异质性

本文对不同所有制与贸易方式的企业进行分类分析。 表 ４ 汇报了不同所有制以

及贸易方式下国内大循环与高水平对外开放之间的关系。 从所有制分类结果可以看

出， 在样本期内， 国内大循环的发展对外商投资企业以及港、 澳、 台企业全球价值

链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 而对内资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并不显著。 对内

资企业而言， 影响不显著可能是由于， 在样本期早期， 中国企业以加工贸易模式为

主， 对外依赖性较强， 外循环地位较高 （江小涓和孟丽君， ２０２１）， 自主研发能力

不强， 产业链整合水平较低， 产品的竞争力以及国内、 国际认可度较低， 国内循环

的作用难以发挥。 而在样本期的中后期， 虽然中国企业逐渐强调创新发展， 但转型

升级和发掘国内市场仍需要一定时间， 故影响并不显著。
对外商投资企业而言， 其技术水平更高， 管理能力和全球经营能力更强， 更容

易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合理的资源配置 （吕越等， ２０１７）， 进而能更有效地利用东道

国市场， 借助国内循环进行创新与突破， 实现价值链攀升。 此外， 外资的进入会产

生集聚效应， 通过产业集聚， 企业能够形成规模经济并获得稳定的人才市场 （余
珮和孙永平， ２０１１） ［４２］， 从而强化竞争优势。 而对于港、 澳、 台企业， 由于具有文

化优势， 其相对外资企业而言更易进入中国大陆。 并且， 部分外资企业由于文化与

地域差异， 选择以港、 澳、 台企业为跳板对中国大陆进行投资， 使其也拥有更先进

的技术和管理方式。 因此， 港、 澳、 台企业凭借对中国大陆文化、 市场的熟悉， 结

合自身优势， 能够更好地利用国内循环在大陆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实现价值链的

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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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４ 中贸易方式分类结果可以看出， 在样本期内， 国内大循环对从事一般贸

易的制造业出口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促进效应显著， 对加工贸易企业则不显著。
加工贸易企业价值链地位较低， 依赖核心中间品进口， 容易面临 “卡脖子” 的

“低端锁定” 风险， 相对于国内循环而言更加依赖国际循环， 因而国内循环的发展

对该类企业的影响不显著。 而从事一般贸易的制造业出口企业相对更靠近全球价

值链上游， 对国际市场依赖度较低， 并且可能涵盖了外商投资企业， 港、 澳、 台企

业以及自主研发能力强、 对外依赖度低的内资企业， 能够发挥国内市场优势， 整合

资源， 提升产品质量， 实现全球价值链升级。

表 ４　 异质性分析结果 （１）

变量

所有制分类 贸易方式分类

内资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港、 澳、 台企业 一般贸易 加工贸易

（１） （２） （３） （４） （５）

Ｉｎｃｉｒｉｔ
－０ ０１３ ０ ０５０∗∗ ０ ０５７∗∗ ０ ０３６∗∗∗ －０ ０１３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６） （０ ０１４） （０ ０２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２ ５７９∗∗∗ ２ ４８０∗∗∗ ２ ５１６∗∗∗ ２ ５２０∗∗∗ ２ ６３２∗∗∗

（０ ０２８） （０ ０３１） （０ ０３２） （０ ０２０） （０ ０３１）

样本量 ２５５ ５６５ １８５ ９２９ １５６ ２７４ ４６９ ６３７ １２６ ８１６

Ｒ２ ０ １３９ ０ １６６ ０ １８１ ０ １４６ ０ ２６３

２ 地区异质性

进一步， 本文按省份将样本划分为东部、 中部、 西部地区进行异质性分析， 表

５ 展示了回归结果。 在样本期内， 东部地区制造业出口企业的数量远大于中部与西

部地区， 国内大循环能够显著提升东部地区制造业出口企业的全球价值链位置， 对

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的促进效应明显。 而中部与西部地区国内大循环的系数不显

著， 表示国内大循环对这些地区制造业出口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促进机制尚未形

成， 仍需畅通、 发展国内循环。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选择在沿海地区先行先试， 打造沿海、 沿江、 沿边、 内陆

的渐进式开放格局。 此后东部地区经济飞速发展， 成熟的营商环境、 完善的基础设

施等要素打造出规模庞大、 运转高效的市场。 东部地区的投资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

以及市场化水平远高于中西部地区 （王小鲁和樊纲， ２００４） ［４３］。 市场化程度的提高

会促进企业生产率的上升， 而市场分割的加剧则会抑制企业生产率的提升 （张杰

等， ２０１１） ［４４］。 因此， 东部地区凭借高度市场化为企业经营提供了良好环境， 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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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 进而提升企业的价值链地位； 中西部地区则由于地理位置以及环境等的

限制， 在经济发展与基础设施建设上存在一定的滞后， 循环难以畅通， 一方面难以

吸引国际竞争力较高的企业入驻， 另一方面难以从市场角度助力企业经营， 促进自

主创新进而提升全球价值链位置。

表 ５　 异质性分析结果 （２）

变量
东部 中部 西部

（１） （２） （３）

Ｉｎｃｉｒｉｔ
０ ０３２∗∗ －０ ０４３ ０ ０７１

（０ ０１３） （０ ０５８） （０ ０５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２ ５１８∗∗∗ ２ ６３６∗∗∗ ２ ５９１∗∗∗

（０ ０１８） （０ ０６７） （０ ０９０）

样本量 ５３９ ５１５ ３７ ４０３ ２０ ８５０

Ｒ２ ０ １６７ ０ １３４ ０ １５３

五、 机制检验

国内大循环的畅通体现在制度建设中， 能够消除制度制约， 打破壁垒， 为企业

提供更高标准、 更公平、 更便利的制度环境。 而制度质量的提升是发展中国家提升

国际分工地位的关键因素 （洪俊杰和商辉， ２０１９） ［４５］。 同时， 畅通国内循环还能优

化创新资源、 教育资源的配置， 促进高端、 创新人才的培育， 推进创新链产业链资

金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 据此， 本文分别选择高等教育人才比重、 制度质量作为中

介变量进行中介机制检验。 结合 《中国统计年鉴》 数据， 本文选择大专及以上学

历人口占 ６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度量高等教育人才比重。 制度质量是一项较为复杂

的指标， 樊纲等 （２００３） ［４６］从多个角度构建中国市场化指数体系， 并建立了中国分

省份市场化指数数据库， 其涵盖的内容相对全面。 因此， 本文用各省市场化指数代

表制度质量， 数据来源于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数据库。 参考温忠麟和叶宝娟

（２０１４） ［４７］， 本文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模型：
Ｍｉｔ ＝ η ＋ γ１Ｉｎｃｉｒｉｔ ＋ γＣ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ψｉ ＋ ψｔ ＋ ζｉｔ （１０）

Ｏｐｅｎｉｔ ＝ τ ＋ ω１Ｉｎｃｉｒｉｔ ＋ ω２Ｍｉｔ ＋ ωＣ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ψｉ ＋ ψｔ ＋ ζｉｔ （１１）
其中， Ｍｉｔ 为中介变量， 分别为各省高等教育人才比重 Ｅｄｕｉｔ 以及制度质量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ｉｔ ， 其他各项含义均与式 （７） 保持一致。
机制检验结果如表 ６ 所示， 第 （１） 列为式 （７） 基准回归结果， 第 （２）、

（３） 列展示了中介变量为高等教育人才比重的回归结果。 第 （２） 列结果显示，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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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大循环的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国内大循环能够显著提升高等教育人才比重。 第

（３） 列结果显示， 国内大循环与高等教育人才比重的系数均显著为正。 因此可以

得出， 高等教育人才比重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中介效应， 中介机制成立。
表 ６ 第 （４）、 （５） 列展示了中介变量为制度质量的回归结果。 第 （４） 列结果

显示， 国内大循环能够显著促进制度质量的提升。 而第 （５） 列结果显示， 制度质

量的系数较小却为负， 意味着中介机制成立， 但制度质量产生了较弱的负向中介效

应。 这表明， 虽然国内大循环的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国内制度质量的提升， 但制度质

量的提升却抑制了制造业出口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攀升， 对高水平对外开放形成

阻力。 可能的原因是， 制度质量的提升往往伴随着制度政策以及市场环境、 营商环

境的更迭与变化， 并且也可能对企业经营提出更高的监管与法制要求， 因此企业需

要一定的政策消化、 适应以及调整时间， 这会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和创新研发活

动， 进而影响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攀升。

表 ６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基准回归 中介变量： Ｅｄｕｉｔ 中介变量：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ｉｔ

（１） （２） （３） （４） （５）
Ｏｐｅｎｉｔ Ｅｄｕｉｔ Ｏｐｅｎｉ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ｉｔ Ｏｐｅｎｉｔ

Ｉｎｃｉｒｉｔ
　 ０ ０４６∗∗∗ 　 ０ ０１４∗∗∗ 　 ０ ０４３∗∗∗ 　 ０ ２３１∗∗∗ 　 ０ ０４７∗∗∗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２）

Ｅｄｕｉｔ
０ １７４∗∗∗

（０ ０５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ｉ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２ ５２５∗∗∗ 　 ０ ０３８∗∗∗ 　 ２ ５１９∗∗∗ 　 ５ ６０９∗∗∗ 　 ２ ５４９∗∗∗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８） （０ ０２２）

样本量 ５９７ ７６８ ５９７ ７６８ ５９７ ７６８ ５９７ ７６８ ５９７ ７６８

Ｒ２ ０ １６５ ０ ７３３ ０ １６５ ０ ８４６ ０ １６５

六、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中国海关数据库、 ＷＩＯＤ 数据

库以及中国省级数据， 从生产、 分配、 流通、 消费四个方面构建国内大循环指数。
在此基础上， 测度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的全球价值链位置， 以考察国内大循环对推

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影响， 并探究国内大循环影响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中介机制。 研

究发现： （１） 从国内大循环指数的测度情况来看， 中西部地区的国内大循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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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东部地区， 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 （２） 国内大循环有助于提升中国制造业出

口企业的全球价值链位置， 实现全球价值链升级， 这意味着在构建 “双循环” 新

发展格局的过程中， 立足国内大循环，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能够显著推进高水平对

外开放。 （３） 异质性分析表明， 外商投资企业与港、 澳、 台企业是实现全球价值

链升级的主要群体， 国内大循环的发展对这两类企业实现全球价值链升级的促进效

果更为明显， 而对内资企业的作用不显著。 从贸易方式来看， 国内大循环的发展对

从事一般贸易的制造业出口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提升效应更为明显。 从地区来

看， 国内大循环的发展对东部地区制造业出口企业实现全球价值链升级的促进效果

更为明显。 （４） 机制检验表明， 分别以高等教育人才比重和制度质量为中介变量

的中介机制均显著成立。 其中， 国内大循环能够显著提升高等教育人才比重， 后者

存在显著的正向中介效应， 促进了制造业出口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提升； 而国内

大循环虽能促进制度质量提升， 但制度质量存在较弱的负向中介效应。
基于以上结论， 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 立足国内大循环， 积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首先， 我国政府应当推进

制度创新， 出台更多政策助力企业提高生产能力与自主创新能力， 实现关键技术壁

垒的突破， 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同时， 在执行、 制定政策制度时， 还应注重实施与

落地问题， 积极帮助企业渡过适应期， 更好地发挥国内大循环对高水平对外开放建

设的促进作用。 其次， 应当注重人才供给与培育。 以国内大循环为支撑， 优化教育

资源、 创新资源的配置， 加强区域间人才流动与交流， 促进人才的合理布局， 提高

人才培育质量， 为国家发展提供英才， 为企业创新注入动力。 此外， 应把满足国内

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进一步增加中等收入

群体比重， 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挖掘消费潜力， 提升我国的最终消费水平与居

民消费水平。
第二， 注重区域协调发展。 经过改革开放 ４０ 余年的发展， 在一系列支援中西

部开发政策的指引下， 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发展较为迅速。 但是， 当前我国仍需要进

一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二十大报告就这一问题也进行了详细论述， 提出 “推动

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促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
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 国内大循环不是发达地区的循环， 不是某一个地

区的循环， 而是要打通堵点实现全国的大循环。 因此， 东部地区应该和中西部地区

更紧密地联合在一起， 将建设市场和畅通循环的成熟经验推广到其他地区， 进而提

高中西部地区的国内大循环以及对外开放水平， 提升其在亚欧大陆、 “一带一路”
等平台上的国际竞争力。

第三， 在发展国内大循环的同时， 注重国际循环。 在 “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

的建设过程中， 要充分发挥国内大循环的作用， 发挥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作

用， 利用国内循环吸引全球优质资源， 引进高水平外资企业， 助力我国企业发展，
带动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 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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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ｅ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ｈａｓ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ｉｎ⁃
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ｈａｓ ａ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ｕｒ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ｕｇｇｅｓ⁃
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 ｄｕ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ｍｐｌｉ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ｌａ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ｈｉｇｈ⁃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Ｈｉｇｈ⁃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　 张晨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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